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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代南浔巨富刘锦藻耗尽半生心血仿照“通考

体例”纂辑了一部《清朝续文献通考》，该书具有

结构完整又与时同步、规模宏大而详略得当、资料

宏博却持之有故的特征，在浩瀚史籍中地位显要。

《清朝续文献通考》主要记载乾隆五十一年到宣统

三年的掌故，但是“乾隆五十年以前有名臣闳议、

魁士抗言，为前考所未收”，而“有关远大”价值

者，“亦甄采一二。”［1］“有关远大”四字已然

道明了刘锦藻的采择标准和学术品位，也是该书享

誉学界的重要原因，其价值自不待言。

其中的“刑考”门虽为无数法史前贤征引，但

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鲜有人对其编订经过

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把握。笔者自 2017 年开始关注

到清末陕派律学［2］大家吉同钧参与过“刑考”的

续订工作，［3］故在此加以梳理。

二、《清朝续文献通考·刑考》的
续订与版本

学界曾对于《清朝续文献通考》的成书时间、

［1］［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

书馆 1936 年版，“凡例”。

［2］近十多年来，学界关于陕派律学的研究逐渐增多，

在此不一一详列。其中以闫晓君教授的系列成果最为典型，

而最经典的作品当为闫晓君：《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3］陈丽：《吉同钧法政思想研究》，中国海洋大学

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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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吉同钧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刑考》的续订

所涉内容乃至卷数和篇目情况是存在争议的，但近

几年已有部分学者着力厘清相关问题，如李立民曾

专门对《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经过进

行过细致考证。［1］以李立民为代表的学者对整部

《清朝续文献通考》的基本情况也有过部分探讨，

为解析“刑考”的续订经过有所助益。笔者将在本

文中通过对比两部“刑考”及解读相关史料对陕派

律学的殿后者吉同钧参与“刑考”的续订工作进行

补充和梳理。

（一）《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续订与版本

差异

一般认为，《清朝续文献通考》是刘锦藻所撰，

但这只能说明刘锦藻是该著作的主要责任人，而并

非唯一的修订者。就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刘锦藻

是初撰者或可称为组织者，清续通考在续订时则融

入了其他人的智慧，其中“刑考”的续订工作有陕

派律学家吉同钧的参与。《中国古书编例史》载明

古书常用的编纂体例中“纂”与“撰”同源，基本

含义是杂采诸家学说而分类排比以教人，但二者在

时代变迁中又有所区别，“‘纂’是将原有材料分

类排比，无所论断，与当今之‘编’相当；‘撰’

则是有所论断，有所创见，与当今之‘著’相当。”［2］

也就是说，“撰”主要是博采百家学说，分类整理

已有的文献资料，撰者在此基础上会阐发一些个人

意见。就《清朝续文献通考》而言，撰者的意见便

是每考的“总说”以及每条目后所附的“按语”。

实际上，《清朝续文献通考》的编纂工作前后

进行了约四十年。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的

“自叙”部分提到他于“光绪甲午通籍后”，开始“网

络书籍，锐意编纂。”虽说 1921 年《清朝续文献通考》

已经完成了 400 卷的修订工作并在之后由坚匏盦再

印，但据李立民考证《清朝续文献通考》最终定稿

当为 1931 年的事了，1932 年由张元济帮助印成，

1933 年再次进呈宣统获得褒奖。［3］

经笔者搜求得知，《清朝续文献通考》先后

有好几个版本，有 320 卷本和 400 卷本两大系统。

1905 年刘锦藻自行组织刊印的“坚匏盦谨藏本”320

卷是该书最初的版本，宣统二年刘锦藻的同乡著名

修律大臣沈家本曾向宣统进呈过该版本。坚匏盦谨

藏本，现存 82 册，320 卷，纸质版馆藏于中国国家

图书馆古籍部；此后刘锦藻等人基于这一版本进行

了大量修改，1921 年修订完成。1923 年刘锦藻的

坚匏盦又自行刊刻了修订本，该书共计 400 卷，之

后刘锦藻还请张元济排印，使得该书逐渐流传。最

经典的则是 1936 年“万有文库”系列的 400 卷本。

周子美在《南浔镇志稿》中记载：“《皇朝续文献

通考》四百卷，民国壬申重印，初印凡三百二十卷，

晚年重加增订，有陆润庠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入

十通，为万有文库本。”［4］“万有文库”版本随

后又得到了几次翻印，并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中。因此可以说，320 卷本和 400 卷本这两个版本

在内容上是具有继承性的。沈家本在进呈初刊本的

奏折中称此书“穷源竟委，搜采颇宏，致力之勤，

可备掌故”，还提到该书为 320 卷，起止时间为乾

隆五十一年到光绪三十年。［5］嗜好经籍的刘锦藻

富于家财且致力于网罗各种书籍，他编纂《清朝续

文献通考》的初心乃为记录乾隆五十一年之后内政

外交“得失之所在”。在传统中国官方主导修史的

背景下，私人载笔很难得到朝廷的承认，而清末乱

世的大背景注定了情况有所变通，当王先谦和曹元

弼的私家著述因“臣工奏进”获得当局认可后，刘

锦藻在朋侣的“怂恿”下也实现了“正私家载笔之

伪”的目的。［5］

1910 年该书进呈后被夸赞为“有用之书”，清

廷将此书交陆润庠等校阅。［6］故 400 卷本的清续通

考中载有陆润庠之“序”。尽管 1905 年初刊本已

颇具规模，但光绪三十年之后的政治外交又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这就为续编和修改工作提供了大量素

材。刘锦藻潜心于此又富于财力和人脉，自然着力

寻求多方资源完成这项事业。《清朝续文献通考》

［1］李立民：《<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马刘凤、曹之：《中国古书编例史》，武汉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5 页。

［3］李立民：《<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18 页。

［4］李立民：《<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3 页。

［5］沈家本：《沈家本全集（第二卷）》，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96-497 页。

［6］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1-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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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续订过程中，不仅析出和增加了门类，还在

有些门类中实现了质与量的突破，其中“刑考”门

前后变化殊为明显，从最初的三卷扩展为十五卷。

“刑考”后期的修订工作并非都是刘锦藻自己完成

的，他充分借鉴了“外脑”的智慧，其中吉同钧对

于刑考的续订贡献颇多。

（二）两大版本《清朝续文献通考·刑考》

的内容与责任者差别

历代“刑考”等传世文献对法学界而言都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十通皆有‘刑典’”［1］，《清

朝续文献通考》中“刑考仍然占有一定地位，分为

十五卷，有刑制、徒流、详谳、赎刑、赦宥等类目。

叙述 1786 年至 1911 年法律制度的盛衰兴废。”［2］

从微观层面来看，张伯元在《法律文献学》对“十

通”的“刑法门分目”作了简要的梳理，［3］高汉

成等人也注意到“刑考”对研究中国近代法律史具

有史料作用。［4］2017 年，李立民已列专章研究清

续通考编纂始末，但他着力于论述“经籍考”，虽

引用了清末湖南籍文献家“陈毅”［5］提及“吉同钧”

的诗作，但无暇进一步挖掘“刑考”的修纂情形。

在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尚无人对“刑考”

续订经过和主要内容进行过充分论证，这也就给笔

者留下了进一步叙述的空间。

就现有资料来看，320 卷本的《清朝续文献通考》

中的三卷“刑考”可能出自刘锦藻之手，因为目前

未曾发现刘锦藻在初期委托他人来编纂的记述。但

该版本中的按语（也就是个人论断）篇幅有限。而

在后期的修改增订工作中，吉同钧仿照马端临的《文

献通考》“刑法门”大纲，参与了《清朝续文献通

考》中“刑考”的续订工作。当今学界最早发现这

个问题的是李欣荣，2012 年他在《< 清朝续文献通

考 > 作者考》［6］一文中提出了这种猜测；2018 年，

氏著《自创良法：清季新刑律的编修与纷争》依旧

表明：“经核对，两书（指《清朝续文献通考》与《乐

素堂文集》）的相应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该书刑

法部分（包括按语）的实际作者应为吉同钧。”［7］

但李欣荣却没有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而且他的这

个推论也存在一些瑕疵。

笔者在本文中重点介绍 1905 年版本和 1936 年

版本中“刑考”的区别。坚匏盦版的刑考共两册

（第 60-61 册），为三卷，始于卷二百十九，终于

卷二百二十一。首题“赐进士出身花翎三品衔候补

五品京堂臣刘锦藻恭纂”。［8］这显然与 400 卷本

的署名是不同的，迨至《清朝续文献通考》完稿时，

每门类卷首赫然写着：“赐进士出身头品顶戴前内

阁侍读学士臣刘锦藻恭纂”，也就是说刘锦藻在续

订时间内官衔升了好几级，在很大程度上赖于他对

宣统捐资出力。而再探究两版细节时会发现早期的

三卷内容比后期的十五卷要粗疏许多。早期三卷的

“刑考一”共 37 个上下页，页一首段记载刘锦藻

评论“刑制”——“刑名之学繁于周季，著于萧何，

损益至唐律而渐备。故马考于例之原委逐条类汇，

元、明因之，尤削实矣。迨入国朝大清，惟举大刑

制之改革及教案与大吏失守之大刑大辟确有可据

者，每具于篇。”［9］第 61 册共两卷，卷二百二十

即刑考二“刑制”；卷二百二十一为刑考三，包括

“徒流”“详谳”“赎刑”和“赦宥”四部分。这

两卷也各有 37 个上下页，简约的篇幅竟包罗众目，

其内容书写的简略程度可想而知。虽说 1905 年版

［1］王宏治等撰：《中华文化通志·法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6 页。

［2］李振宇：《法律文献学》，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3 页。

［3］张伯元：《法律文献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1 页。

［4］高汉成编著：《“大清新刑律”立法资料补编汇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4-116 页。

［5］陈毅，生卒年：1871-1929，字诒重，一字武仲，晚年号郇庐，湖南省湘乡县人。参见《清诗纪事 20 光绪宣统朝卷》

“陈毅”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113 页。值得注意的是，陈毅是《大清现行刑律》的纂修官之一，在业务上应

当受到过吉同钧等总纂官的指导。陈颐点校：《钦定大清现行刑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7 页。

［6］李欣荣：《< 清朝续文献通考 > 作者考》，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7］李欣荣：《自创良法：清季新刑律的编修与纷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92 页。

［8］［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第 60 册）》，坚匏盦谨藏 1905 年版，卷 219 页 1a。

［9］［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第 60 册）》，坚匏盦谨藏 1905 年版，卷 219 页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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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考”的五个部分的首段都有简略的几句总结，

但与后期十五卷“刑考”各部分的总论相比，无

论是篇幅、立意、逻辑还是专业程度都无法比拟的，

后期版本资料之翔实及论述之深度实赖吉同钧等

人之功。

三、从“刑考”的续订始末看吉同
钧的参与

笔者经过资料搜索，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

据链条来说明吉同钧确实参与了“刑考”的续订工

作，“刑考”中对五考的概述和一些按语出自吉同

钧之手，《清朝续文献通考》在续订过程中还收录

了吉氏的说帖和其他文章。

相关的文集和年谱可参酌互证。最重要的几条

证据表明，第一，1919 年劳乃宣接手“全部订正”［1］

的工作；第二，劳乃宣去世之后由陈毅接任完成，

陈毅将修订“刑考”的任务委托给了吉同钧；第三，

吉同钧确实参与了“刑法考”的修订工作，并在个

人文集中记录了此事。

（一）劳乃宣的接手

劳乃宣的《清劳韧叟先生乃宣自订年谱》记

载，己未（公元 1919 年）七十七岁，“礼贤书

院教员湖州刘澂如学士辑有《皇朝续文献通考》

至光绪三十年止，曾经进呈。嗣又续至宣统三年

止，属余为之全部订正，于八月经始修订。”［1］

从“嗣又续至宣统三年止”表明刘锦藻在 1910-

1919 年间继续修订工作，至于修订到何种程度我

们不得而知。据李立民考证，1918 年，刘锦藻

曾邀请过王国维帮忙续编，但王氏忙于他事而搁

置，［2］故一年后，刘氏请托于劳乃宣。刘锦藻

在诗文中谓“拙纂《续通考》方就正先生”。［3］

庚申年（公元 1920 年），劳乃宣七十八岁，他

在自订年谱中载明“是岁修订《皇朝续文献通考》

一半未竟。”劳乃宣的两则记述可以解读出四点

意思：第一，320 卷本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是

起自乾隆五十一年到光绪三十年；第二，刘锦藻

进呈过，所指的就是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

沈家本进呈一事；第三，早期的 320 卷本未能涵

盖清朝最后几年的事迹，刘锦藻因此做了续写工

作，至于续写到什么地步却没有记载，也是很大

的一个疑点；第四，劳乃宣参与了订正工作，但

还没来得及完成一半。劳乃宣曾在清末法制改革

中是“礼教派”的中流砥柱，张勋复辟时还被委

以法部尚书职，与刘锦藻私交甚笃、志趣相投，

辛亥革命后他们都曾在青岛居住过，故劳氏参与

订正应当是确信无疑的。

（二）陈毅赓续

劳乃宣于 1921 年逝世，之后文献大家湖南人

陈毅荣膺继续订正的任务。陈毅在他的《东陵纪

事诗》组句之一——“臣生好文献，远庚乾隆述。

岂谓百载下，亲敛龙凤质？”后注解到：“乾隆

间敕撰《皇朝文献通考》，止于五十年，候补京

堂刘锦藻私辑五十一年以后事为续编，宣统初进

呈。既又托法部尚书劳乃宣重为考订。乃宣卒，

遂托毅。毅于是以刑属法部郎中吉同钧……皆成

书矣。”［4］此外，《湘乡县志》也载陈毅“宣统间，

奉旨主持修订刘锦藻辑《皇清文献通考》；续编

乾隆五十一年后文献，”并记载陈毅曾参与张勋

复辟之事。［5］可见陈毅也与刘锦藻志同道合。

经过众人的努力，《清朝续文献通考》于 1921

年最终成书 400 卷。刘锦藻称这是在“前考”门

目基础上以类编次的结果，并根据时事的变化增

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足成

四百卷”，还准备再次排印而“藏之家塾，以俟

后人之采择”，并在文末署下“辛酉孟秋”（指

1921 年秋）的字样。［6］

（三）吉同钧受托

吉同钧是清末律学大家，“陕派律学”的殿后

［1］［清］劳乃宣撰：《清劳韧叟先生乃宣自订年谱》，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51-52 页。

［2］李立民：《< 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56-257 页。

［3］刘锦藻：《坚匏盦集·劳韧叟先生辛酉重宴鹿鸣

赋诗征和敬献四十韵》，载《南林丛刊次集》，杭州古旧

书店（复制）1982 年版，不著页码。

［4］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 20 光绪宣统朝卷》，江

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119 页。

［5］湘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湘乡县志》，湖南人

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88 页。

［6］［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

书馆 1936 年版，“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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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陈毅委托他来修订“刑考”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记载了吉同钧的任职

履历，相关资料表明他有丰富的法律实践阅历和深

厚的法学素养，尤其在清末修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光绪）三十四年升补郎中，充审录司掌印，

兼参议厅会办，并经修律大臣奏充法律馆总纂官。

宣统元年，京察一等，嗣经本部预保左右参议，又

因律学馆教授有方，奏请赏换三品顶戴。二年八月，

京师第一次考试法官，奉旨派充襄校官。十二月，

京师补行考验各级审判检察厅人员，奏请派充襄校

官。”［1］吉同钧素有“律学专家”和“文章巨手”［2］

的称谓，他写过好几份说帖都被修律大臣采纳付诸

于修律实践中。此外，他还是《大清现行刑律》首

列的总纂官，专业素养之深厚、人品之贵重昭然若

揭。根据笔者于2019年秋发现的吉同钧日记——《乐

素堂日记》记载，“前日魏星五老友到京来会，据

称清史馆《刑法志》一门历经李景濂、袁励准撰著

均不称意，当道拟邀承任此门，何妨应聘云云。余

告以善为辞却，绝不出山之意。且总裁现为赵尔巽，

素鄙其人，讵能为伊作？属自取卑屈！……君子爱

人以德，况公为余知己，谅不以此言为迂。星五然

之，遂作罢论。”［3］也就是说，当时清史馆有意

邀请吉同钧修订《刑法志》的，吉同钧的昔日刑部

同僚豫派律学家魏联奎曾向其传递过当时清史馆的

意见，但吉同钧不愿再入世，加之对时任清史馆的

馆长赵尔巽的人品颇有微词，故推辞了这份差事。

否则今日看到的《清史稿·刑法志》或许是另外一

份面貌。已有研究表明《清史稿·刑法志》在比较

了四稿依旧没有确论的情况下，最后摒弃前四稿转

而采用了许受衡的私撰之稿。［4］其实作为律学老

手的许受衡在名望和专业程度方面比吉同钧稍逊一

筹，或许只因吉同钧坚辞不受最后才有了许受衡的

留名。民国前期，吉同钧在法政界依旧颇有威望，

但他本人崖岸自高，辛亥革命后他便归隐，袁世凯

曾邀请他对当时的刑律提供修改意见，［5］他只是

在家草拟了数条而拒不出仕。

陈毅与吉同钧曾在《大清现行刑律》修订工作

中共事，二人之间必然有所交集，且两人在朝代更

迭之后都有很重的遗老情节，惺惺相惜是可能的。

民国四年，社会流弊丛生，吉同钧还做过搬出旧律

以图匡正社会风气的努力，他曾经给当局者写了

一百多条建议希图恢复刑法中涉及礼教的条款，却

未被采纳。［6］而更为直接的证据则是吉同钧在他

的《乐素堂文集》中提到他承担“刑考”续修工作。

吉同钧说：“以上刑制、流徒、详谳、赎刑、宥赦

五题，系马氏《文献通考》刑法门大纲。马考至南

［1］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8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23 页。

［2］吉同钧《审判要略》“跋”称吉同钧“本文章巨手”，同时还是西曹老宿，名声日隆。这句话最为完整地概括了吉

同钧的个人成就。参见高柯立，林荣辑：《明清法制史料辑刊（第三编）》第 55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29 页。

［3］段鹤寿：《乐素堂日记偶钞（三十九）》，载《平绥日刊》1936 年第 43 期。注意《平绥日刊》中连载的《乐素堂

日记偶钞》虽然署名“段鹤寿”，实则是段鹤寿摘抄的吉同钧的日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馆藏的吉同钧《乐素堂对联织

锦全集》卷二末尾有段鹤寿对吉同钧的评价，反映了二人之间具有师承关系，同样在《乐素堂日记偶钞》（续六五）中段鹤

寿自己捅破了这层关系，他说“鹤寿摄录先太夫子韩城吉先生日记既竟”，可见段鹤寿乃是吉同钧的徒孙。参见吉同钧撰：《乐

素堂对联织锦全集》，中华印书局 1930 年版，卷二卷尾；《乐素堂日记偶钞（续六五）》，载《平绥日刊》1936 年第 69 期。

这里提到的“魏星五”就是魏联奎，是吉同钧在刑部的同僚。具体可参考王云红：《中国法律史上的失踪者：晚清豫派律学

家群体考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再看“李景濂”其人，据载李氏曾就职于清史馆，其人

撰文“拖拉冗长”，清史馆竟还作出刊印示众的举措，致其“愤而告退”。参见刘海峰：《百年清史纂修史》，安徽人民出

版社 2014 年版，第 19 页。至于“袁励准”，其人颇有名望但也未专门接受过律学训练，文稿不如人意也是情理之中。我国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史稿·刑法志》的“弃稿”，个中优劣一较而知。可见这则日记是真实可靠的，吉同钧无论是名望、

文学素养和律学水平都是可堪担任修订《刑法志》之人，只是他自己选择不去参与该事而已。欲了解《清史稿·刑法志》的

修纂过程，可参考李典蓉李典蓉：《< 清史稿·刑法志 > 史源问题探析》，载《清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4］李典蓉：《< 清史稿·刑法志 > 史源问题探析》，载《清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法律史研究群等编：《近代法律人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3 页。

［6］“乙卯（1915 年，民国四年）三月交法制局转呈当道，外附签注细目一百条，后闻政府交议院公议，以多数反对未

能通过，从此旧律永沉海底矣。”详见吉同钧：《乐素堂文集 卷 7-8》，中华印书局 1932 年版，卷七 7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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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吉同钧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刑考》的续订

宋末年止，后历元明及清乾隆以前各朝，均有《续

考》。乾隆以后至宣统续编阙焉。前浙江京卿刘

君奏准续修，求鄙人担任刑法一部，分五门：刑

制八卷，徒流、详谳各三卷，赎刑、宥赦各一卷，

共十六卷。书成已交前途，因将总论五篇附于拙集，

以备考察。”［1］笔者通过比对《清朝续文献通考·刑

考》以及《乐素堂文集》卷六相关部分，［2］发现“刑

考”各论的概述与吉同钧《乐素堂文集》所载“五

考”总论部分在内容上大体一致，只是在有些地方

进行了个别字词的调整和各段落的剪辑处理，这基

本证实了吉同钧的这一说法。除此之外，吉同钧还

为《清朝续文献通考》其他部分分别作了三篇文章，

《乐素堂文集》记载：“此以下三论系《续文献通

考》题目，故附于刑法后”，［3］即《禁烟总论》

《警察总论》和《地方自治总论》。其中的《禁烟

总论》在 400 卷本的《清续通考》卷五十五“征榷

二十七”［4］被完整记录。可见，吉同钧实实在在

参与过《清朝续文献通考》的修订工作，而且不光

为“刑考”的续订，还为其他考的补充和完善贡献

了智慧。

《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刑考”可堪媲美

正史中的《刑法志》。先撇开内容不说，仅就受

托撰写一事来说，一来彰显吉同钧对清朝乃至历

史上法律传统以及法律条文沿革损益的熟稔；二

则说明吉同钧业务能力精湛为人所重。故萧之葆

在《吉同钧生圹志》中赞美他“承薛公之后者，

先生一人而已。”［5］《审判要略》“跋”中也颂

扬吉同钧治律直追薛允升。

四、“刑考”续订的具体内容举隅

“刑考”是《清朝续文献通考》的重要组成

部分，经修订的 400 卷本清续通考中的“刑考”

最能集中体现吉同钧对清朝律例沿革流变的掌握

和他的法律主张。尤其是吉同钧对成案和名臣奏

疏的“按语”（通过“臣谨案”字样表现）以及

对修订法律过程中各项争议的评论，包含了其人

丰富的法政思想。

400 卷本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的“刑考”部

分，共十五卷。与吉同钧记载的唯一区别是吉同

钧所谓的“徒流”三卷在正式刊本中整合成了两

卷，而其他四部分的卷数是相符的。“刑制”八

卷记载了自嘉庆四年和珅伏诛案到清末的重要判

例；记述了《大清新刑律》修订经过，作者在按

语中一再表露了“新刑律草案”的立法思想使得

“纲沦法斁”，利弊参半，还对维护礼教的“新

刑律附属五条章程”大加赞赏。这 5 条章程很可

能出自吉同钧之手，当大清新刑律草案引起巨大

争议时，吉同钧“调和其间，以为逐条改正，不

惟势有不能，亦且时有不给，因另拟章程五条，

附于律后，藉为抵制弥缝之计。”有了这层因缘，

即使有人认为“附属五条章程”的“按语”不是

出自吉同钧之口，也必然出自与他立场和观点相

同的人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

更多的证据还需要细心搜寻、耐心比对，笔者

通过对两个版本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后发现，以

1905 年 320 卷本中的“刑考”为基准来检视 400 卷

本中的内容，凡是光绪三十年以后的事例都是新增

的，其中包括大量的当时新修的法律文本。而且在

“刑考”修订过程中对前期的按语表达和事例记载

不确的地方进行了修正。

就两个版本而言，变化最大的属“刑制”部

分。400 卷本做了大幅度的增改，在此详列：如“刑

考一”中把 320 卷稿中的“上谕内阁”中“内阁”

二字删除；将和珅伏诛案的原稿末尾处“一并议

罪后”增加“旋以和珅二十大罪宣布天下，赐自

尽；福长安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等内容。

400 卷本在列举事例时将年份后的具体月份大多

删除了。当时 320 卷本中记载的林清案表明“全

录《啸亭》所载”，在 400 卷本中已省略。“刑

考二”中记载的咸丰四年案和咸丰五年案后所附

的按语为新增内容，一是表达了对发逆之乱的看

［1］吉同钧：《乐素堂文集 卷 5-6》，中华印书局

1932 年版，卷六 15b 页。

［2］吉同钧：《乐素堂文集 卷 5-6》，中华印书局

1932 年版，卷六 8b-15b 页；［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

献通考》，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9859-10016 页。

［3］闫晓君整理：《乐素堂文集》，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1 页。

［4］［清］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编纂委

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816 册，第 328 页。

［5］赵平编辑：《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 10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7-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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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则表达了对于强盗犯罪的认识，体现了较

高的法律修为，或为吉同钧进行的补充。“刑考三”

中纠正了 320 卷本中对于盗漕粮案中的时间错误，

将“道光十二年”改正为“光绪九年”；新增李

苌材案，大概是由于光绪和慈禧已经纷纷谢世，

不再为其避讳。从“刑考三”的“三十年刑部奏

本年两广总督曾春煊”以后全部为新增内容，直

到“刑考八”，将清末制定的《宗室觉罗诉讼章程》

等内容大量收录并附以大量按语。其中“刑考六”

记载了作者对《大清国籍条例》的按语，表达了

《大清国籍条例》的出台是时机成熟的结果。因

海禁大开，外国商人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冲击了

旧有的法律秩序，此时国籍法是必不可少的，国

籍条例的制定正体现了“因时制宜”的立法原则。

充分的权衡和考量——这与吉同钧主张审慎变法

是一致的。“刑考六”记载学部复奏《新刑律草

案》“有妨礼教”，按语部分对张之洞、劳乃宣、

赫善心以及陈宝琛大为赞赏，还提到“余虽多览

法学家书”，这句话与吉同钧一贯立场一致。且

这篇按语多有历史法学派的痕迹，这与吉同钧等

人所提倡的一国的法律要与一国的风俗人情相适

应是不谋而合的。

其他部分也可以找到例证，如“刑考十二”之

“详谳”专门记录清末新订的《秋审条款》，按语

部分专门略载了吉同钧对“秋审”的看法。吉同钧

经办过众多秋审案件，是编订新《秋审条款》的负

责人之一，还曾撰著《新订秋审条款讲义》以解析

《秋审条款》，于秋审一事颇有发言权！这一考花

费很多笔墨引述他的观点，无论是出自他个人抑或

他人之手都无可厚非。

可见，吉同钧确实参与了“刑考”的续订工

作——即对“刑考”中“五考”写作了“总论”，

可能对案例、奏疏以及谕旨进行了采编，对部分案

例撰写了按语。但我们也该明白，“刑考”的底稿

和最终统稿工作还是由刘锦藻或其他人参与完成，

如“刑考二”中出现了“吾浙”字样，沿袭的就是

320 卷本的相关内容。当然，笔者也可以列举出一

些特殊的例子，如“刑考七”中收录了吉同钧的《论

大清律与新刑律并行不悖说帖》，按语部分指出“平

情断论，苦心调停，议论确有见地，初非骑墙之说

可比，故录诸篇后以示折中之意。”这段按语让人

匪夷所思，应当不是吉同钧自编自评。同样，刑考

七中有些按语所表达的观点与吉同钧一贯主张也有

些不同。但这些反例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吉同钧参与

续订的贡献。

五、结语

其实很多学人在进行研究时只会关注到文献

的内容而淡化乃至忽视对文献版本的考证。倘若

笔者未曾对吉同钧有足够的注意，也无意于清末

法制变革的历史，那么这个人物和这段续订“刑考”

的经过对笔者来说也无关紧要，可一旦追根问底，

便会发现历史中竟有那么多的迷雾有待拨开。刘

锦藻编书也好，吉同钧续订也罢，他们都竭尽全

力地书写了当时的历史，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为

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笔者写作本文就在于试

图揭开吉同钧在续订“刑考”中的贡献，进而帮

助更多的学者在研究和征引《清朝续文献通考·刑

考》时应注意从编纂者和续订者的经历、立场和

编纂标准出发，审慎地甄别和使用这部分材料，

而对于晚清法制变革的经过和是非，或许还有待

来日再做检讨与反思。


